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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授予”：我国媒体对一家国际环保组
织“媒体身份”建构的描述性分析

李东晓

摘要

“地位授予”是大众传播媒介重要的社会功能，获得媒介授予的“地位”对社会组

织意味着可获得公共关注及在社会场域中行动的合法性。通过报道中“媒介身份”的建

构，大众传媒能够完成对社会组织的地位授予。本文以一个进入中国多年的国际环保组

织为个案，分析其留痕于国内媒体报道中的“媒体身份”，以从经验考察中透视我国媒

体对社会组织的“地位授予”功能。本文显示：“国际”身份既是国际性非政府组织获

得媒体身份的有利因素，也构成了一种障碍。“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媒

体对其媒体身份的建构。在不同的媒体类型、报道议题中，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媒体身份

会被选择性地呈现。我国媒体对国际非政府组织“媒体身份”的建构具有不稳定性和策

略性，这也显示出国际非政府组织与我国媒体之间关系的不稳定。这种状态呈现了中西

方媒体对社会组织“地位授予”功能的差异性和本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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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erring Status: A Case Study of Media Standing of a 
Transnational Environmental NGO in Chinese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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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ferring status is an important social function of mass media. Getting the "status" 

granted by the media means a social organization can obtain public attention and the legitimacy 

of action in the social field. By constructing “media standing”, mass media fulfill status 

conferral function to a social organization. This paper takes Greenpeace as a case to examine 

how Chinese media confer status to a NGO that carries the genes of civil society. By diachro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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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quantitative study, this paper reveals that the “international” title is both advantage and 

barrier for NGOs to get media standing from Chinese media foru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societ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for the media to construct media standing of NGOs; 

the NGO’s media standing will be selectively presented which varies among different types 

of media, across different issues, and over different periods. The construction of “media 

status” for NGOs from Chinese media is instable and tactical, which reveals differential and 

localization in status conferral function of Chinese media. 

Keywords
Status conferral,trans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transnational NGOs,media 

standing,media sociology

Author
Li Dongxiao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of College of Media and 

International Cul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Email: ldongxiao@126.com.

一、问题的提出
在对大众传播媒介社会功能的论述中，“地位授予”（status conferral）是大众

传播媒介重要的社会功能之一（Lazarsfeld & Merton， 1948），媒体授予“地位”

的对象不仅是议题或活动，还包括个人、机构和社会组织等，也包括与媒体产生互

动或试图进入媒体论坛（forum）的消息来源或议题（活动）的发起者和卷入者。

这虽是一个功能主义的论点，但现在已经成为公共话语及公共政策社会建构理论

（Ferree et al. ，2002； Gamson，1988；Hilgartner & Bosk，1988）的核心命题。

媒体的“地位授予”功能对于社会组织的生存和发展而言至关重要。在我国

的媒介体制中，获得媒体的确认（recognition）不仅意味着进入了公共关注（public 

attention）的空间，而且意味着可能进入了以国家权力主导的社会活动场域。不

过，无论是在公共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对大众传播媒介的“地位授予”功能都

较少足够的关注。在大众传播学研究领域，固然有许多学者关注过社会组织与媒体

的互动（曾繁旭，2012；吴飞，2011）。也有学者将社会组织与媒体的互动概括为

“合作互惠、危机公关、监督对抗”等几种具体的模式（潘祥辉，2011），但对于

媒体如何授予社会组织，尤其是国际性非政府组织被授予怎样的行动者“地位”，

目前还缺少实证性的经验研究。

正 是 在 这 一 背 景 下 ， 本 文 将 以 我 国 媒 体 如 何 报 道 “ 绿 色 和 平 组 织 ”

（Greenpeace）为案例，采用“媒体身份”（media standing）这个政治社会学的理

论概念，来经验地呈现并解读我国媒体如何发挥其“地位授予”的功能，以及影响

我国媒体对一家国际环保组织“媒体身份”建构的描述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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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绿色和平”类似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公共话语中可能的作用。

绿色和平组织是一个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凭借媒体导向和非暴力的直接

行动”（卡斯特，2006：179）而知名的国际环保组织之一。1997年，绿色和平组

织在香港正式注册，注册名为“Greenpeace China”，2002年在北京开设办公室。绿

色和平虽未能在我国大陆以“社会组织”的身份注册，但它具有工商注册的活动身

份，并可以开展经报批允许的环境保护项目。由于这种身份的特殊性，使得绿色和

平更需要来自媒体的行动正当性支持（李东晓，2018）。

绿色和平组织一直非常注重和媒体的合作，其名字也时常见诸报端。可搜寻

到的我国最早提及绿色和平组织的报道是2000年5月28日《科技日报》的《德国在

婴儿尿布中发现TBT》的报道。同年7月14日，《光明日报》的《鲸鱼禁令将除 绿

色组织不安》一文，是最早在综合性报纸中援引绿色和平组织观点的报道。此后的

二十年里，绿色和平组织一直有在我国媒体报道中出现。最近的一篇是2020年1月

6日《中国科学报》的《黄金大米在菲律宾获安全认证》，引用了绿色和平组织对

黄金大米的态度作为消息来源。鉴于如此的媒体报道状况，本文探讨的问题是，在

这二十年里，绿色和平组织在媒体报道中“出场”的“可见度”如何？媒体给予绿

色和平组织怎样的“发声”（speaking）机会？媒体为绿色和平组织建构了什么样

的身份类型？在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媒体、不同文本类型和不同的报道议题中，

绿色和平组织“媒体身份”的可见度和身份类型是否存在差异？这些问题中的“出

场”、“发声”以及“身份类型”共同构成了本文所考察的“媒体身份”概念的核

心指标。 

本文将以时间为线索，对我国报纸媒体中提及“绿色和平组织”的报道展开内

容分析，力图全面呈现绿色和平组织“媒体身份”的多样化样态和历时性变化，并

结合深度访谈及田野观察的资料，试图对这些呈现样态的内在逻辑作出解读。通过

如此的研究思路，我们不仅希望展示一个在我国社会领域活动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的

“媒体身份”状况，更希望进入一个与社会组织的治理结构和媒介体制相关联的社

会语境中，对媒体如此的“身份”建构逻辑进行解读，从而揭示我国媒体对特定类

型社会组织的“地位授予”功能的本土化特色，以丰富现有的社会组织与媒体之间

的互动理论。

二、媒体身份：媒体“地位授予”与关系的表达
“媒体身份”，1在甘姆森（William A. Gamson）等人看来，是指某个个体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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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在媒体报道中“出场”（visibility，或“可见”）并“发声”（speaking），

以使其偏好的议题甚至框架得以在媒体中获得表达的可能性及地位（Gamson & 

Wolfsfeld，1993；Ferree et al.，2002；Gamson，2004）。1993年，甘姆森与其合作

者在一篇名为《作为互动系统的运动与媒体》的文章中明确使用了“媒体身份”的

概念。他们写道：媒体的报道使得社会组织成为重要的行动者，在媒体中获得身

份，通常是争取其运动（欲以影响的）对象给予运动认可（recognition），并处理

其相应诉求和要求的一个必要前提（Gamson & Wolfsfeld，1993）。此后在他与美国

社会学家迈拉·马克思·芙迩丽（Myra Marx Ferree）等人合作的另一项研究中，

再次对媒体身份进行了详述，并操作化了对“媒体身份”的分析。在此项研究中，

“媒体身份”被用来表达个体或组织“出现”在媒体报道中，对某议题进行“发

声”或作为常规信源被媒体“引用”，从而体现出被认可的“地位”（status）的

状况（Ferree et al.，2002）。作者们还认为不同组织和话语主体的“媒体身份”有

可量化的显著度差异（Ferree et al.，2002）。“媒体身份”因此也可视为作为消息

来源的社会组织与新闻媒体的关系在媒体论坛（media forum）上的呈现（Ferree et 

al.，2002）。

具有“媒体身份”的个人或组织，在传统的新闻生产社会学文献中，常作为消

息来源（news source）被分析。但是，在政治社会学视角下，一个社会的行动主体

若想成为媒体报道的“消息来源”，需要经过一个争取进入公共话语空间并被授予

特定身份，从而获得“发声”正当性的过程。“媒体身份”概念所要凸显和强调的

正是这个过程。其实，将“媒体身份”视为媒体与社会行动者或消息源关系的表达

至少可以追溯至赫伯特·甘斯（Herbert J. Gans）的论述。甘斯呼吁要重视媒体与消

息来源之间的关系以及消息来源在搭建一个新闻故事中的重要作用（Gans，2004；

Roth & Haar，2006）。任何话语主体若想参与故事建构，都首先要在媒体中获得

“出场”的机会（Gans，2004：156；Gamson & Wolfsfeld，1993），而这种“出

场”也意味着获得了以某种“身份”进行“发声”的可能（Ericson et al.，1989：

102）。

因此，作为媒体“地位授予”功能或关系表达的“媒体身份”至少包含三个可

以考量的要素：在媒体论坛中“出场”，是否获得“发声”机会，以及在具体的议

题和故事中以如何的角色或“身份”类型“出场”。“出场”意味着社会行动者在

媒体话语论坛获得了身份的“可见”；“发声”则表示了对言说权利的认可，是一

种更强显著度的“可见”；而具体的角色或“身份”类型则呈现出在具体的议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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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行动者准许扮演的角色。简单讲，“出场”和“发声”可能是对某个体/组织

行动正当性的宣告，也可能是对其行动正当性的质疑，要视具体的角色或“身份”

类型而定。另外，一个个体/组织的“媒体身份”可能会在不同媒体、在不同议题

的报道中有不同的呈现。这种多元和流动，在我国特定的社会治理结构下，在不断

变化的“媒体-社会组织”的关系结构中，格外值得关注。

在社会行动者“媒体身份”得以建构的社会语境中，哪些人物/组织可以进

入媒体论坛，获得“发声”机会，以及被建构成为如何的行动者角色，都不是随

意安排的，而是要经过新闻选择的过滤（Roth & Haar，2006），是被媒体授予

（Lazarsfeld & Merton，1948）、生产和建构的（Gamson，2004）。在媒介社会学

视角下，媒体身份的授予和建构受到新闻生产常规（routines）、媒体制度、社会

政治运作及文化等因素的影响。由于关系结构不同，在一个议题中，不同的消息

源（或话语主体）所获得的媒体身份地位是不同的（Gamson & Wolfsfeld，1993；

Gamson，2004）。通常，“精英”或拥有更多政治权力和影响力的人（或组织）是

大多数政治故事的消息源，具有稳定的媒体身份（Paletz & Entman，1981：27）。

其他消息来源若想进入媒体并获得“发声”的机会，就需要通过一定的媒体策略

（Ferree et al.，2002）。于是，媒体论坛就成了一个“话语实践的场所”（site of 

discursive practices）。在这个实践场所中，媒体与社会组织遵循各自的行动逻辑

展开互动，形成某种“竞争性的共生”关系（Wolfsfeld，1991）。而在这种共生

关系中，权力地位并不对等，社会组织更加依赖于媒体，而不是相反（Gamson 

& Wolfsfeld，1993；吉特林，2003/2007：109）。2为此，社会组织需要使用一定

的策略来争取获得进入媒体论坛的机会，比如信息补贴（information subsidies）

（Gandy，1982：78）、召开新闻发布会、使用具有视觉效果的行动方式（Gamson 

& Wolfsfeld，1993）等。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权力的不对等未必导致在话语竞争中的劣势，“即便最

优先的群体，拥有最有利的地位也并不能保障一种优先的发言权”（Schlesinger，

1990）。甘姆森等人也认同这一点，并用“话语机会结构”（discursive opportunity 

structure）的概念，试图从结构层面探讨在媒体论坛中处于弱势地位的话语主体进

入论坛的可能。他们认为“机会”并不是一种不可捉摸的偶然“运气”（Ferree 

et al.，2002），对于特定的行动者来说，能否获得媒体身份受到某种制度框架

（institutional framework）的影响。3这一制度框架反映的可能是某类媒体“话语社

区”（community of discourse）的共识、更广泛的制度框限或社会期待（Ferree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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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2002：62）。“话语机会结构”的概念使得对媒体身份的探讨得以摆脱某个具

体个案中偶然因素的困扰，将其与具体社会情境中相对稳定的结构因素相关联，并

因此使得对社会组织媒体身份的分析更具一般性的意义。

三、经验分析的个案及其场景
以上理论分析表明，要分析一家国际非政府组织如何在我国获得“媒体身

份”，只有把它置于其行动的结构性场景中，通过对社会组织在我国媒体场域中的

“话语机会结构”的分析，才可理解社会组织（尤其是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与我

国媒体互动的本土特征。因此，需要对这个结构性场景进行描绘，以建立本文理论

分析和经验考察之间的链接。

（一）国际非政府组织在我国所处的“话语机会”的结构性场景

国际非政府组织并非内生于我国的社会土壤，但一经获准进入，便成为我国

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的构成单元，成为连接“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

体系与我国国家和社会的桥梁（Castells，2008；Keane，2003；Taylor，2004）。然

而，国际非政府组织所产生的社会环境不同，所携带的外来的、社会组织基因和行

动理念必须被改造，以适宜我国的政治社会情境。因而，国际非政府组织在我国的

落地，必然要经历一个地方化（localizing）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包括与我国的政

治社会体制相勾连，也包括与我国媒体的互动，并通过合适的方式和身份被我国的

媒体所确认。由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特殊性，至少有三种结构性因素形构或影响着

我国媒体给予国际非政府组织可能的“话语机会”和身份类型。

1．国际非政府组织所携带的“国际”因素。

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国际”头衔和声望在我国媒体论坛中，有时是限制因素，

有时又是打开话语机会的“窗口”。在我国媒体需要具有“国际”头衔的消息源展

开全球性的公共言说时，“国际”头衔具有一定的优势；在一些特殊议题中，媒体

又需要特别谨慎地对待“国际”头衔，采取“以我为主”的立场筛选它的观点。

2．国家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治理结构。

不 少 学 者 用 “ 国 家 法 团 主 义 ” 来 概 括 我 国 政 府 对 社 会 组 织 的 治 理 逻 辑

（Schmitter，1973；Unger & Chan，1995；顾昕，王旭，2005）。在这一治理逻辑

下，国际非政府组织与国家（及其代理人——政府）的勾连关系影响甚至决定了媒

体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可能的互动关系，以及能够授予国际非政府组织怎样的地位。

3．我国的媒体制度及其变迁。

我国媒体对一家国际环保组织“媒体身份”建构的描述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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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制度界定了媒体属性，形成了其运行规则，这些属性和规则直接决定了新

闻生产中媒体与作为社会行动者和消息来源的社会组织的关系模式，以及在报道中

对社会组织“出场”身份的处理方式。媒体制度对国际非政府组织在我国媒体论坛

中的话语机会影响极其重要，也极为复杂。比如，我国媒体需要在我国特定的“国

家-社会”关系中赋予国际非政府组织特定的身份，但同时，也可能基于某种市场

或新闻专业理念的考量，在某些议题的报道中援引其某种身份的言说作为消息来源

（李小勤，2007），也可能在议程设置中与其形成搭档，推动具体问题的解决（曾

繁旭，2012）。

由于全球治理的发展和我国所处的转型时期，上述三种因素及其隐含的结构关

系是不断变化的，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化都会导致国际非政府组织在我国媒体论坛中

的话语机会结构发生变化，也会导致我国媒体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身份确认和地位

授予发生变化。因此，须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国际非政府组织在我国媒体论坛的话

语机会，将媒体所建构的身份放入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考察，才能把握媒体授予社会

组织“地位”的变迁脉络和逻辑。

（二）个案选择

本文所选个案是在国际上颇具影响力的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选

择环保类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原因在于，在数量众多、类型多样的在华国际非政府

组织中，环保领域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占到了将近五分之一，是数量最多的类型之

一（谢世宏，2012）。同时，环保类非政府组织被认为更具倡导性（advocatory）

（Hudson，2001），因而，与媒体的互动会更加频繁和明显，较容易被观察到

（Reese，2015）。再次，随着越来越多的公众关注环境问题，有学者称，我国已

经形成了某种“绿色公共领域”，它与全球治理相连接，成为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

我国公共话语讨论的一个领域（Yang & Calhoun，2007）。此外，甘姆森也认为，

环保组织的行动目标比较明确，较容易获得媒体的关注和报道，是研究社会组织和

媒体关系的较好的观察案例（Gamson & Wolfsfeld，1993）。

当然，并不是所有在华的国际环保非政府组织都与媒体有着多元的互动关系。

如上文提到的，在我国的政治和社会语境中，国际非政府组织与媒体有着如何的关

系受到它与国家及其作为代理人的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影响。当国际非政府组

织可以正当注册，能够获得充足的行动资源时，它与媒体的关系相对单一，或可

不必进入媒体论坛参与话语竞争以求获得某种“媒体身份”作为正当性支持。而

绿色和平属于另外一类，它未能在我国以“社会组织”的身份注册，但它具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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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获批项目的合法身份，于是，它相对来说更加需要来自媒体的正当性支持（李

东晓，2018）。因而，它是那种“能够和愿意分配资源用于与媒体合作的组织，与

媒体的互动更多，更有经验，与媒体以及与记者的关系也比较复杂”（Gamson & 

Wolfsfeld，1993）。

（三）方法及变量

本文主要采用内容分析和深度访谈的方法。内容分析的对象来自于报纸媒体。

选择报纸媒体作为研究对象，首先是基于便利的考量，笔者可以获得和使用一个较

为完备的报纸库，拥有历时性的数据，能够支撑本研究对样本的需求。其次，在我

国，不同形态的传统媒体，属性类似，所处的媒体生态环境也比较一致，在新闻内

容生产上（至少就本文所考察的议题而言）具有较高的相似度，对报纸媒体的研究

也能够反映其他媒体形态的状况。

在样本来源上，本文选取的是“清华同方”报纸数据库。此数据库收录了2000

年以来的160份中央级报纸、463份地方级报纸，报纸地域范围包括了我国除台湾省

和两个特别行政区之外的其他31个省级区划，每个省都至少包括一份省级党报和市

级党报，此外还包括在我国大陆发行的比较重要的都市报和行业报。

在样本搜集上，本文运用关键词“绿色和平+组织”，以“全文”搜索的方式

检索“清华同方”报纸数据库。从2000到2016年的库存中共得到1016篇报道，通过

逐篇阅读、清理无关样本后得到1009个有效样本。4笔者将检索到的样本以预制的编

码表（见表1）进行编码，并导入SPSS进行分析。

在变量设置上，本文共设置了7个变量。基于上述对“媒体身份”概念的阐

述，“媒体身份”体现为三个核心要素，即“出场”、“发声”和“身份类型”，

因此，它们是本研究考察的三个变量。在测量上，“出场”实际上就是以“绿色和

平+组织”为关键词被检出的所有样本；是否“发声”体现为报道中是否使用了绿

色和平组织的引语（包括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身份类型”则是指在媒体报道

中，绿色和平组织“出场”时被赋予的行动者角色。

此外，社会组织的“媒体身份”可能在不同时间、不同议题场景、不同媒体类

型、不同文本类型中存在差异，为了呈现该组织“媒体身份”的多样形态以及历时

的变化，从中进一步窥探出我国媒体对该组织身份建构的逻辑，本文又设置了4个

交叉变量：报道年份、媒体类型、议题类型、文章类型。这四个变量是对媒体这个

公共话语平台的描述性类别划分，回答本文提出的研究问题，需要展开对它们与三

个“媒体身份”指标的交互分析。

我国媒体对一家国际环保组织“媒体身份”建构的描述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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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是否“出场”实际上就是所有被检出的样本外，其他变量的编码规则显示

于表1当中。

此外，为辅助对内容分析数据在具体情境下的解读，本文还使用了深度访谈

的方法。这些访谈集中在2015年初至2016年底展开，访谈包括了对绿色和平政府

联络部门（1名）、媒体部门（2名）、具体项目部门（3名）及前绿色和平（2016

年离开，1名）工作人员所展开的十几次正式或非正式访谈。此外，还对《南方周

末》、财新传媒、澎湃新闻等媒体的环境领域的记者进行了多次访谈。对访谈材料

的理解和消化大多体现在文章的叙述过程当中，在直接引用之处具体标明来源。

四、“媒体身份”的可见度：社会组织在报道中的“出场”
（一）身份“可见度”的变迁

从2000到2016年，在清华同方报纸数据库中共检索出提及“绿色和平+组织”

的符合要求的报道1009篇，平均每年59篇，并且是散落在至少500份报纸当中。7通

过年度分布的统计（如图1所示）发现，自2000年开始，“绿色和平组织”就持续

性地出现在我国媒体的报道中。由于行业类报纸的发行范围多仅限于行业内部，影

响范围有限，出现在综合类报纸中更能体现公共关注的状况，故而对综合类报纸进

行单独分析。经过统计发现，在综合类报纸中有绿色和平组织“出场”的报道一共

只有189篇，平均每年11篇左右。如此的结果说明，绿色和平组织在我国媒体话语

论坛中“出场”的场域不均衡，在行业类媒体中有更多的“可见度”，在综合类媒

体中的“可见度”要低很多。

表1：变量设置及编码5

年份 按实际年份录入

媒体类型
1环保类行业报       2非环保类行业报

3综合类机关报       4综合类非机关报

议题范围及类型
1全球及他国环境议题            2我国环境议题

3跨国公司在我国的议题（简称跨国公司议题） 4其他

文章类型
1新闻消息  2深度报道  3评论  4专栏专稿（作者署名单位为“绿色和平组

织”） 5专访   6其他

有无引用 1有         2无

报道中的身份5  

1受到批评和调查揭露的对象  2事件的消息源提供者  3专家或评价者  4事件

（多为环保事件）的发起者或卷入者  5仅作为环保组织被提及，没有过多

描述   6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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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年度的历时性分布来看，在2002年绿色和平北京办公室成立之后，绿色和平

组织在报道中的“出场”数量有了明显增加，此后逐年增加。此后的变迁轨迹为：

在2007年有绿色和平出现的报道数量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降，2008年有所回升。

2009年到2012年间的总量相对稳定，2013年及以后则持续降低。参考这17年的历史

背景和深度访谈资料，我们对报道量的历年变化作出如下解读：

首先，在这17年当中，绿色和平一直“出场”于我国的媒体论坛当中，体现为

一直都拥有可测到（虽然程度很低）的“可见度”。这一结果与笔者在访谈中得到

的一些说法不尽吻合。在访谈中，无论是绿色和平的工作人员还是媒体从业者，都

提及“近几年”对媒体报道国际组织有所限制。8而从统计的结果看，虽然受到限制

（表现为较低的媒体“可见度”），但仍然有一些话语机会。说明我国媒体论坛的

分化和多元，不同的媒体内容生产者对政策解读有所不同，有些报道政策可能并不

触及行业类媒体，或者说行业类媒体对特定位于环保领域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有着与

综合类报纸不一样的对待。

其次，如此低“可见度”的媒体身份还与绿色和平无法在我国开展吸引媒体

报道的行动有关：一是，我国没有太多空间给社会组织开展大规模的倡导和动员活

动；二来，即使可以开展一些小规模的行动，由于媒体报道的导向性规则，也未必

能够被媒体报道（李东晓，2018）。

第三，如果将17年中“可见度”的两个峰值（2005-2006年，2009-2012年）与

两次下降（2007-2008年，2013年及以后）放在更宏观的社会历史情境中去观察的

话，这些波动与政治气候、大事件及社会治理的宏观调整有着密切关联。如2008年

的北京奥运会筹备及召开期间，“一向被认为是比较安全的环保领域，也受到了比

较多的限制”。9 2009-2012年成为绿色和平组织在我国媒体论坛中“出场”最为显

图1：涉及绿色和平报道的年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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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时期，这一时期也与有些学者和媒体从业者对我国媒体，特别是新闻生产“黄

金时代”的某种说法相吻合（李红涛，2016；陈敏，张晓纯，2016）。而在2013年

以后，我国在社会治理和舆论空间都出现了一系列重大的调整，体现在国际非政府

组织“媒体身份”的“出场”上，则表现为提及“绿色和平组织”的报道数量的明

显下降。

（二）“可见度”在不同媒体类型中的分布

根据对不同类型的报纸报道量的统计发现，在所有绿色和平组织“出场”的报

道中，非环保类行业报所占数量最多，占46.5%的比例，加上环保类行业报的报道

量，绿色和平组织在整个行业类报纸的“出场”占据了八成以上；综合类非机关报

的数量最少，只占5.3%，综合类机关报略高，占13.4%。虽然这个百分比的分布多

少反映了每一类型中报纸数量的差异，比如，行业类报纸在我国报纸总量中占比较

大，但它仍然呈现出绿色和平在我国媒体中局部“出场”这一总体态势。以及，尽

管不同类型的报纸都隶属于同样的媒介体制，但它们有各自不同的体制空间和内容

生产逻辑（曾繁旭，2012：189），给绿色和平组织的话语机会也因此存在差异。

然而，我们从访谈中获知，行业类媒体并不是绿色和平组织最期望的“发声”平

台，他们更看重市场化定位的媒体，并且更愿意与专业声望更高、影响力更广泛的

综合类媒体合作。6可见，不同类型的媒体是否给予绿色和平媒体身份，与绿色和平

组织自身的媒体策略未必吻合，媒体有着更符合自己定位和需求的行为逻辑。

绿色和平组织在行业类媒体，尤其是非环保类的行业媒体中有较高的“可见

度”，还有如下一些原因：第一，环保话题本身是一个专业性比较强的话题，与

行业报纸的报道领域可能更加契合；第二，环保议题相对宽泛，与许多行业都有关

联，比如医药类行业报的定位会与绿色和平调查报告中的中药农残议题相关等，因

而非环保类的行业报在报道相关议题时也会提及绿色和平或引用其消息源；第三，

行业类报纸因其定位和发行更加在行业范围内，较少“新闻性”，相对较小的社会

影响力，也因此可能会获得相对宽松的报道空间（曾繁旭，2012：187）。

（三）“可见度”在不同报道类型中的分布

就不同的报道类型而言（见表2），绿色和平组织更多“出场”在消息类报道

中，这类报道占到报道总量的69.6%，其次是深度报道，有14.5%，评论也有一成多

的比例，另外依次是专栏、专访及其他。不同的报道类型所呈现的媒体身份“可见

度”的意义略有不同。消息类报道较为简短，着重事实信息的呈现，绿色和平组织

在这类报道中的身份“出场”并不意味着同时获取建构议题、发表观点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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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报道是对新闻事实进行分析、解释或预测，将新闻事件呈现在社会背景

当中的报道形式（丁柏铨，2014）。相比来说，深度报道较其他报道形式更多给予

消息来源“出场”和“发声”机会的可能，在深度报道对新闻事件发展脉络及因果

关系的呈现中，也更多可能对社会组织所支持的议题框架予以交代。但数据显示，

绿色和平组织在深度报道中的“出场”只有14.5%。评论是一种较为特殊的新闻体

裁，它不仅告诉受众想什么（what to think about），更重要的是有明确的价值判断

和倾向性，启发和引导受众如何去想（how to think）（聂静虹等，2013）。虽然

仅从“可见度”的统计数据中尚不能判断评论中所呈现的绿色和平组织的“媒体身

份”类型以及媒体建构绿色和平身份的立场和态度，但评论与专访（或专栏）的结

合，则可以透露出更为丰富的绿色和平组织的媒体身份信息。

专栏是指作者署名为绿色和平工作人员的文章，专访是媒体所做的针对绿色和

平工作人员的访问。根据统计结果显示，专访的数量更少（只有22篇），限于篇幅

原因，在此仅以“专栏”为例做进一步的分析。“专栏”可被视为是奥斯卡·甘地

提出的“信息补贴”这种社会组织应对媒体的策略，即消息源提供新闻生产所需要

的信息从而实现在新闻报道中“露脸”和影响议题框架的目的（Gandy， 1982）。

绿色和平组织通过专栏获得“出场”的方式最早出现在2008年的《东方早报》和

《第一财经日报》，此后每年都有一些媒体刊发绿色和平的专栏文章，有些媒体在

一年之内发布多篇，比如《证券时报》，在2013年一共刊发了8篇。还有的如《21

世纪经济报道》，虽然每年只发一篇，但持续从2009年到2013年，每年都有。这些

集中的或持续的专栏文章，使得绿色和平组织在某个时段，在某个/些媒体中获得

了稳定的、高“可见度”的“媒体身份”。

不过，绿色和平组织通过专栏获得“媒体身份”的方式与议题有着较大的关

联。通过交叉分析发现，专栏文章中绝大部分出现在与全球或西方国家相关的议题

中（2013年除外）。这些评论文章的态度比较明确，大多是批评或质疑西方国家在全

球环境恶化（比如气候变暖）中的责任缺失。这一状况在2013发生了一些变化。2013

年，绿色和平组织发布了若干篇涉及我国“雾霾”议题的专栏文章，此后，在我们所

搜集的报纸样本中，就再也没有出现过署名为“绿色和平组织”的专栏文章。

表2：有绿色和平“出场”的报道类型分布表

报道类型 新闻消息 深度报道 评论 专栏 专访 其他 合计

计数 702 146 108 29 22 2 1009

百分比 69.6 14.5 10.7 2.9 2.2 0.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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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可见度”在不同议题中的分布

绿色和平组织“媒体身份”的“可见度”在不同议题中也存在明显的分布差

异。在所有样本中，关于我国环境议题的报道数量最多，占43.2%，其次是他国及

全球环境议题，占34.4%，跨国公司在我国的议题占21.7%。加入时间维度后，我们

发现（见图2），在绿色和平组织进入我国的头几年，它的“出场”主要在对他国

及全球议题的报道中，但在2002年北京办公室成立后，在我国环境议题报道中的

“出场”比例有了明显增加，到2004年，在我国议题中的“出场”已经远超了他国

和全球议题。这说明绿色和平组织的本土化行动和落地策略在获得在我国媒体的身

份确认和“地位授予”上发挥了一些作用。这一上升趋势在2007年前后的两三年里

有了明显的下降，而同期在全球及他国议题及跨国公司议题中的“出场”又有所上

升。这一此消彼长的趋势，在2013年后尤为突出，以此佐证了绿色和平组织在我国

媒体论坛中的身份“出场”有着明显的不稳定性。

 

五、“媒体身份”的显著度：给予“发声”的机会
甘姆森在其研究中强调，一个社会行动者要获得媒体身份，不仅需要它在媒体

报道中“出场”，还需要它在报道中“发声”。“发声”是针对某议题发表看法，

并将自己偏好的框架传递出去的前提（Gamson & Wolfsfeld，1993；Ferree et al.，

2002），它是“媒体身份”更高显著度的显示，象征了它的意见或信息的可被主流

所接纳。我们用报道中是否使用了绿色和平的引语作为测量绿色和平组织在媒体报

道中有无“发声”的指标。

根据统计，在所有涉及绿色和平组织的报道中，有77.4%的报道都有来自绿色

图2：涉及绿色和平报道的不同议题类型的年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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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组织的引语，也就是说，有将近八成的报道给了绿色和平有效的“发声”机

会。同样引入时间变量，用有无引语的数量在当年报道总量中所占的百分比可以

得到每年使用/未使用引语的报道比例。结果（见图3）显示，自2002年绿色和平组

织在北京设立办公室以来，它在媒体论坛中获得“发声”的机会开始明显增加，

到2004年达到顶峰，并在2013年以前，有绿色和平组织“发声”的报道一直保持年

度报道量的70%-90%之间。然而，这一比例在2013年之后陡然下降。总体来看，

虽然几乎一直以来在报道中使用引语的比例一直明显高于未使用的比例（2002年除

外），但到了2016年，已有近乎半数的报道不再引用绿色和平组织的发言了。

 

此外，我们将所有使用了绿色和平引语（即有绿色和平“发声”）的报道（共

计781篇）挑选出来，计算它在不同议题报道中的分布。结果发现：绿色和平组织

在不同时期、关于不同类型议题的报道中的“发声”机会存在差异（见图4）。首

先，从时间维度看，绿色和平“发声”的议题情境存在着时间维度上的变化。在我

国环境议题中“发声”分布的几个拐点与绿色和平组织在媒体论坛中“出场”分布

图3：报道中是否使用绿色和平引语的年度分布

图4：是否使用绿色和平引语的不同议题的年度分布

我国媒体对一家国际环保组织“媒体身份”建构的描述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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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拐点（图1）高度一致。其次，2013年后，绿色和平“发声”所针对的议题发生

了变化，在针对他国及全球环境议题以及跨国公司议题的报道中，绿色和平组织

“发声”的百分比呈上升趋势。

六、“媒体身份”的类型：报道中的角色建构
在具体的报道中，社会组织会被赋予不同的角色引入报道和故事讲述当中。

媒体身份的类型是考察社会组织在媒体论坛以什么角色“出场”并以什么身份“发

声”的一个指标，对此指标的考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社会组织的“媒体身份”是否

符合其角色定位，并能否为其社会行动带来正当性的支持。本文因此考察了绿色和

平在媒体报道中的“出场”的身份类型。

根据统计发现，在绿色和平组织“出场”的几类身份类型中，作为专家和评

价者出场的身份占比最高，有43.1%。这里的专家主要是指环保领域的专家，即绿

色和平组织被建构为专家身份对各类环境问题发表观点和意见，以体现报道的权威

性。排在第二位的是事件发起者和卷入者的角色，在总报道量中占26.8%。这一角

色主要是指绿色和平发起的环境调查、环保活动或卷入的事件报道，这些事件往往

是因为绿色和平组织发布了有关某个议题的环境调查或发起了某个行动，而被卷入

后续的调查和回应事件当中。这一身份体现了绿色和平组织作为主动的社会行动者

角色。消息来源是占第三位的身份类型，在总报道量中占21.8%。这一身份主要指

在媒体对某个事件和议题的报道中，绿色和平组织作为消息源的身份出现，这种消

息源既是指绿色和平的工作人员接受媒体的采访，也包括绿色和平组织的调查报告

在报道中被引用。其它角色，包括绿色和平被事务性地提及或作为被批评的对象提

及等，所占比重很低。

这样的身份类型分布，充分地体现了绿色和平非政府组织的自我定位。实际

上，在绿色和平组织落地中国的十多年里，数次发起或参与针对跨国公司或本土企

业环境污染、地方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议题的报道和调查，其中引起较大社会舆

论关注的包括转基因议题、雾霾议题、金光集团云南毁林议题等等。绿色和平组织

对这些议题的卷入，多以调查报告的方式出现，并对议题中的行为主体提出明确的

批评，有时还会辅助以某种表达性行动，比如呼吁某些企业承诺使用无污染材料、

倡导转基因原料在食品包装中明确标注、呼吁纺织品去毒等等。在媒体报道中，绿

色和平组织的这些行动者角色在报道中也得到了体现。

此外，为了考察绿色和平组织在我国媒体论坛所呈现出的不同的身份角色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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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不同的媒体类型和报道议题之间存在相关，我们采用了交互分析的方法，分别对

两组变量的相关性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

第一，虽然绿色和平在几个不同类型的报纸中“出场”的可见度有差异，但在

各类媒体中，各类身份所占百分比及其排序近乎一样。卡方检验的结果显示，绿色

和平组织的媒体身份类型和不同媒体类型之间没有统计上显著的相关关系。这或可

说明，不同类型的媒体及其从业者对绿色和平组织有一个相对一致的认知、处理常

规或报道“脚本”用于建构国际非政府组织在报道中应当出现的角色。

第二，绿色和平的媒体身份类型与议题类别之间有统计上的显著相关，其中特

别具有解读意义的是，在媒体针对跨国公司议题的报道中，绿色和平组织更多地扮

演着消息源的角色，在各种角色类型中，这一角色占比高达40%；在针对全球和他

国环境议题以及我国环境议题的报道中，绿色和平组织更多以专家和评价者的身份

出现，这一身份类型占了近50%的比例。如此说明，议题类型是影响我国媒体处理

绿色和平组织进入报道的身份角色的影响因素，不同的媒体大多会受到类似的事件

议题所属的类别纲目（classification scheme）来建构国际非政府组织在报道中的角色

类型。

七、结论与讨论
绿色和平组织进入中国以来，在我国社会治理及媒介制度的框架内，与我国媒

体展开了日常互动，以实现它所代表的行动理念与我国国情的勾连。这些互动实践

会以“媒体身份”建构的方式呈现在媒体对与绿色和平组织相关的报道中。虽然本

文分析的是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个案，但是该组织在这些报道中的媒体呈现，对

于我们在个案基础上，在学理层面探讨携带有民间基因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与中国媒

体机构之间的关系，以及从媒体的视角来审视我国媒体对社会组织的“地位授予”

功能提供了经验材料支撑的启示。

首先，我国媒体对“绿色和平”这一国际非政府组织发挥着“地位授予”的功

能，只是这种地位授予更多是在行业类的媒体领域。从“媒体身份”的建构来看，

行业类媒体一直是给绿色和平组织提供话语机会和身份“出场”的主要媒体类型。

行业类媒体对绿色和平组织的身份建构以环保领域“权威专家”的角色为主，这说

明，至少在与环保相关的行业内，绿色和平组织获得了一定的身份认可和正当性支

持。但在面对公众的综合类媒体当中，绿色和平组织获得“媒体身份”出场的机会

较少。在不同议题中，绿色和平组织出现在报道中的身份类型存在差异，为报道服

我国媒体对一家国际环保组织“媒体身份”建构的描述性分析



64

国际新闻界  2020.10

务的意图明显。这种状态呈现出我国媒体处理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媒体身份”的一

种方式，也体现出我国媒体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关系的一种不稳定状态。

其次，媒体在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互动中占据着绝对主导权，身份建构和“地

位授予”基本上是单方面的。虽然传统媒体是社会组织获得对公共议题“发声”机

会的重要平台，但媒体掌握着是否给予以及如何给予社会组织“媒体身份”的主动

权，社会组织的媒体策略与其所获得的“媒体身份”的空间和类型并不一致。而且

媒体还会依据不同的立场和需要，选择性地利用绿色和平组织各种不同的行动者角

色来为自己的报道服务。

再次，国际非政府组织“媒体身份”的建构，受到“国家-社会”关系这一结

构性变量的影响。这一点从2017年前后媒体对绿色和平组织的报道变化上可以体

现出来。2017年1月1日新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生效（简称“新

法”，2017年11月5日起施行修改版）。“新法”对注册在我国大陆境外的“非政

府组织”的管理作出了新的规定，“新法”要求所有的境外非政府组织都必须进行

社会组织身份的注册，并挂靠业务主管部门，这使得绿色和平组织不得不寻求在新

的管理框架下获得注册身份。在这一过程中，其“媒体身份”变得更加模糊起来，

也直接影响了它与媒体的关系。虽然绿色和平组织在媒体报道中仍然“可见”，

但明显的变化是，从2017年至今，媒体给予绿色和平组织在报道中“出场”的机会

明显下降。2017年至2019年底，我们从数据库中检索到的包含有“绿色和平组织”

的报道分别是22篇、11篇、19篇。尤其是在综合类媒体中，绿色和平组织“出场”

的可见度下降到了报道总量的11.5%（“新法”实施之前平均有18.7%）。更值得注

意的是，这些报道中绿色和平组织的身份类型也发生了变化。大多数提及绿色和平

组织的报道，基本是借用其“国际环保领域权威”的身份来批评其他国家的环境问

题，这一身份已很少用到国内环境问题的报道上。可以发现，绿色和平组织的“媒

体身份”正在回归“国际”，而与国内环境问题日益远离。这一变化足见“新法”

的实施对绿色和平组织“媒体身份”产生的影响，也体现出，媒体与绿色和平组织

的互动关系受到国家规制力量的约束。

必须指出，本文还存在着研究方法和阐释上的诸多不足。由于对报道内容的

量化统计只能呈现数据分布的特征，为了对这些特征进行解读，我们引入了田野调

查的访谈材料和二手文献资料，试图以混合方法（mixed methods）的手段，实现经

验观察及其解读的相互映照。虽然经验材料不如理想状态得丰厚，量化的测量不足

以提供多元的统计分析，但本文的研究目标是通过描述性分析呈现绿色和平组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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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媒体、报道和议题类型中的分布差异。本文的数据搜集和分析，与这一研究目

标吻合，结合深度访谈资料，这些量化的呈现可以获得理论自洽的解读，并为后续

的研究提供线索即可以考虑如何更系统地分析媒体制度/结构性特征与非政府组织

“媒体身份”呈现特征之间的因果关系。

此外，本文具有个案研究特有的局限，即未能比较不同国际非政府组织之间，

国内国外不同媒体对同一组织“媒体身份”的建构，以及，我国媒体对国际非政府

组织与国内社会组织在“媒体身份”建构上的差异，进而未能勾勒出我国媒体对于

社会组织“地位授予”功能的全貌。尽管如此，笔者仍然认为，本文对绿色和平组

织个案的研究还是能够丰富我们对于媒体“地位授予”功能，以及我国媒体与社会

组织互动关系的理解，至少提供了一个与西方情境下媒体与社会组织关系不同的，

可以进行比较的新案例或“在地”样本。

（责任编辑：陈婷）

注释 [Notes]

1.  笔者没有找到对应于standing一词的权威译法，且在讨论中不同的人对此词的翻译亦有

不同意见，比如它可被译为声望、立场、地位等。本文将之译为“身份”，强调其中包

含的被媒体认识、提及，并有被承认的发言身份的意味。另外，英文的standing一词作

为stand（站立）的分词形式，它强调获得“站立”身份的动态过程，在这一意涵上，

与突出主体的结构性身份的identity一词不同。但二者之间并非没有联系，行动者的社

会身份、文化身份（即identity）也会影响到其媒体身份（即standing）的获得。正如甘

姆森所言，媒体常常选择那些在社会中拥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或在某个议题中已经拥

有了看似严肃的消息源地位的行动者，给予他们在媒体中发言的机会，即“媒体身份”

（Hall， 1990；；Ferree， et al. ，2002）。当然，在中文文献中有相当“媒体身份”的

研究，它们实际上谈论的是identity，而不是本文所指的standing，也没有涉及到二者之间

的关系。还有个别研究社会组织媒介形象（image）的文献，有时也被翻译为“身份”，

与standing一词差异较大。

2. 参见Gamson & Wolfsfeld（1993）。另外，吉特林（Todd Gitlin）关于美国新左派运动的

研究为这一观点提供了脚注，在社会运动中，媒体更多关注的是领导者（leaders）和显

要“人物”（personalities），社会组织行动者常常被疏离。参见吉特林《新左派运动的

媒介镜像》一书。

3. 甘姆森等人认为“话语机会”与“政治机会”的概念类似，“话语机会”是用来表达

在一个制度结构中，某个话语主体（个人或组织）具有在公共论坛发言并表达观点的

机会可能。参见：Ferree等“Shaping abortion discourse: democracy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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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一书。

4. 采用“绿色和平+组织”作为关键词是在多次试检索之后的决定，如果不加“组织”，

则会有大量非相关文章被检出；其次，由于本文是在整体上研究绿色和平的媒体身份，

而非聚焦于某个事件，因此选择全文检索，以避免在标题中未出现，而在文章中被提及

并给予发言机会的文章被漏检。另外，检索时间截止为2017年3月4日，由于数据库一直

在建设和维护中，新的报纸会被不断加入，不同时间点的检索数量会有不同。

5.  文中所择取的七个变量，基本都是“显性内容”（manifest content）特征的编码，当中

不牵涉不确定性很高的内容解读，因此没有做编码员之间的信度（intercoder reliability）

检测。

5. 虽然从理论上看，媒体在报道时，一个行动主体有可能会以多重身份出现在报道当中，

但在本文所考察的样本中，我们发现无论是对一个事件的报道还是某个议题的报道，绿

色和平在报道中的身份设置始终是单一的，究其原因，大概与新闻写作的惯例有关，新

闻写作要求事件要素清晰，有简化和框架化事件的倾向，这些写作常规使得出现在一个

报道当中的人物身份和事件角色是相对单一的，至少在本文样本中没有出现多角色的情

况，因而编码都是单一选项。

6. 资料来自于笔者对绿色和平媒体部门工作人员的访谈。

7. 据清华同方报纸数据库网站（http://nvsm.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CCND）

介绍，此数据库收录了国内公开发行的500多种重要报纸。

8. 资料来自于笔者的访谈。“近几年”是一个大约的时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据绿

色和平的工作人员讲，大约是从2013年之后；另据前《南方周末》某环境记者描述，在

她工作的期间，对绿色和平等国际NGO的报道还是有空间的，但是她离开后不久就听同

事说起了某些限制。据她推算，应该是在2013年以后。资料来自于笔者的访谈。

9. 资料来自于笔者对某报社环境线记者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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